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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验、社会转型与国民心态笔谈
编者按:“中国体验”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发生的微

观变化。有关“中国体验”的叙事说明，仅仅研究“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在宏观经济与社会结构发展方
面的经验与教训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还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这同中国经验一起，
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进一步说，对中国体验的研究也不是单向度的。作为一种转型人格
或转型社会心态，中国体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两极化或二元化，这种极化特征的最典型内涵就是积极与消极并
存。本期的五篇笔谈，指出了中国体验的现实性和独特性，涉及市场转型带来的中国体验的二元性，诚信危机和贫
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心态变化，并对国民心态的调整做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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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验的现实性与独特性
周晓虹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学院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

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
值观和社会心态在最近 30 年中所经历的微观
嬗变，这是转型社会学所必须关照的主题之一，
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转型社会心理学，或是方文
所说的“转型心理学”。［1］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
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
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文明转折的意蕴，
如孙立平所言，“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的
事件，都发生在中国，而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所
在地) ，反倒像边陲小镇”［2］; 而且在于，生活在
转型时期的这一代或数代中国人，在自己短短
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
经历着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嬗变，这种嬗变对这
13 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这样迅即和巨大的转
型，以及在转型背景下作为一个现实整体的中

国人的精神嬗变，那么能够想象的与此相关的
两个重大问题自然会是:其一，我们所谈论的这
种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真实
的吗? 也就是说，中国体验作为一种整体的精
神感受是否具有现实性?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角度说，如果单就个人生活而言，伴随其生活环
境或个人境遇的变化，其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
自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这符合马克思
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
但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呢? 作为一
个人口众多的整体，比如整整 13 亿中国人，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间，他们的总体精神世界
同样也像个体的精神世界那样会发生某种基本
一致的变化吗? 其二，如果 13 亿中国人在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真的经历了某种基本一致的精
神嬗变，那么，这种嬗变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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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比如，和历史上中国人曾经经历的那些精
神嬗变相比，或者说和世界上那些同样经历了
巨大的现代化变迁的国家的国民精神嬗变相
比，所谓“中国体验”究竟有哪些独具的特点或
特征?

理解“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涉及到我
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诸如阶级、民族、国民这样的
人群共同体存在某种集体的或共同的社会心理
或社会心态。众所周知，来源于不同学科的社
会心理学家分属社会唯名论者和社会唯实论者
两个主要阵营:前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现实的，而
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
存在物的一个名称，因此，所谓群体心理如弗洛
德·奥尔波特所言，不过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
起来的一种“群体谬误”［3］( PP4-13) ; 后者则认为
社会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一旦个人组成了
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成了
一个实体的存在，具备了组成它的单个个人所
不具备的“突生性质”。正因此，持社会唯实论
观点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安德烈耶娃认为，“除
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
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
种东西来决定的”［4］( P30)。不过，“这种东西”究
竟是什么? 不同的人说法不同:比如，黑格尔使
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
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等等。马克
思和恩格斯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
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
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5］( P245)。另外，法
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
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 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
司法制度) 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
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
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6］( P126)。显然，
这里所指的美国人，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
民族共同体成员。

作为社会唯实论者，我们显然承认包括阶
级、民族和国民心理在内的群体心理存在及嬗
变的现实性，也承认正是由于 30 年来中国社会
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13 亿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才会在整体上发生同样迅疾的历史性嬗变，
形成所谓“中国体验”。中国体验的这种现实

性，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1 ) 中国体
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国民性”，或者说是
一种转变中的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是 13 亿中
国人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反映了我
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心态、精神感受
与情绪氛围，是一种与时代密切相联的时代精
神。( 2) 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取决于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实性。我们已经
看到，30 年的社会大转型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
的“奇迹”，使得中国一跃成为 GDP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区
和社区管理方式、人们的就业方式，一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背景，
这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不能不
影响到生存其间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
心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体验的
现实性，是由中国经验的现实性决定的。( 3 )
同英克尔斯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的一样，我们
一方面承认中国体验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整体社
会心理，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由于阶级阶层地
位不同、生活的城乡环境不同、接受的文化教育
不同、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中国体验并不是一
种单一的精神状态 ( 用英克尔斯的话来说，不
是一种“单峰”众数人格［7］( P16) ，它本身也是多
元的、复杂的。所以，在我们讨论中国体验的积
极进取的一面时，方文也会看到中国体验的忧
伤维度［8］，马广海在本次笔谈中则会论述贫富
差异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如果说中国体验具备鲜明的现实性，那么，
作为一种与时代环环相扣的精神感受，它又具
备怎样的独特性呢? 显然，中国体验的首要的
独特性，必然涉及中国历史上其他巨大的社会
转型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感受。远的不
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有两次，一次是
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起的朝向现代的转
型，另一次是 1949 年的共产主义胜利而引发的
中国社会的巨变。这两次大变迁都给传统中国
带来过变革的希望和变革的现实: 1911 年，皇
权被推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的
东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招展，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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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传统的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诸方面发
生了朝向现代的演进; 1949 年，蒋家王朝旧政
权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对社会的经济
控制权、政治支配权和行政干预权，重建了中国
城乡的新秩序，也确实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希望和兴奋。
令人遗憾的是，前一次大变迁因为后来的“军
阀混战”和“日寇入侵”而夭折，几亿人民很快
陷入更加巨大的苦痛之中;而后一次大变迁，却
因为高度整合的刚性社会体制和领袖人物的个
人专断，在短暂的成功、兴奋和激动之后被阻
断，社会走向大动荡和大灾难。严格说来，一直
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的束缚和制度性的压抑。

1978 年后发生的大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
国 5000 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大变
迁最为重要的特点是: 在广度上，它从经济领域
的改革开始，推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现在正
在向被称之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治领域尝试
性地推进; 在深度上，它所触及的层面非常深
刻，有相当一部分触及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
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深层结构，由此带来了中
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动荡、大起伏;在时间的持续
性上，如果说，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持续了 10 余年就寿终正寝，1949 年的革命到
1958 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就进入了“危途”，
那么，这次的大转型历经 30 余年仍然未见颓
势，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愈益显现，但中国社会依旧表现出了强劲的向
前发展的趋势。

我们要论述的第二种独特性，涉及到同西
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我们这场大变迁单就变迁
的规模和速度而言，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毫不
逊色。从规模上说，中国这样一个 13 亿人口的
大国，从 1978 年起通过改革和开放迈向了现代
化的新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从
速度上说，一个新旧两种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
自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后向着现代社会全面转
型，在短短的 30 年中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
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进一步说，因为
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即所谓以市场经济为
改革开放的导向，同时辅以政府的强有力的控

制和支持的“中国经验”，既给中国社会的转型
带来了全新的动力或活力，也造成了中国社会
独有的问题和困窘。中国体验从根本上说也是
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是中国经验的精神层面或
心理侧面，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经验以
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并因此而具备了其完整的
独特性。

可以说，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这场转型
同先前的时代相比、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
转型速度快、动力强劲、持续时间长、涉及的人
口规模大，以及原有的历史传统深厚、现有体制
具有刚性，甚至包括国家及政府权力不受制约
等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价
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感受和转变具备了鲜明的
独特性，其基本标志是社会心理或精神世界的
二元性更为突出，或者说它的两极化特征更为
鲜明。我们在其他论文中叙述过，传统与现代
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
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
存，都是中国体验的两极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
国人社会心理嬗变的鲜明特征。

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
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
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9］但现在看来，只要
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我们
的“中国体验”不能去除二元性或两极化特
征———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
“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
时日。如此看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赖
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而中国人精神世界
的成熟也同样有赖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的
消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承认中国体验的现
实性和独特性，描述与记录中国体验的二元性
及其消逝过程，应当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
国社会心理学家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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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的双重心理后果
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助理、博士、副教授)

中国持续 30 多年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无论对世界还是在本土都堪称“伟
大的转折”，其间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震荡都无
一疏漏地传导至每个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在改
变他们物质世界的同时对其精神和心理世界也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
集体意识———“中国体验”成为一种宏大的精
神景观。［1］

更具叠加效应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夹杂
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从乡
村到城市等等一系列变迁，身陷其中的所有个
体都同时经历着双重洗礼，也不可避免地产生
了双重心理后果: 顺势或逆势、认同或否定、积
极或消极、变革或停滞、理性或感性、西方或东
方等等。选择并承受其中任何一种社会心态或
行为方式均各有利弊，而大多数人都难以游离
于二元性、双轨制之外。这样的双重心理历炼
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边际性及反思性至今仍影
响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未来选
择，并且经由市场转型对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和
文化转型的持续作用，在社会底层群体、中产阶
层和精英群体中形成了差异化的双重心理
效应。

首先，最需要关照的是参与这场轰轰烈烈

市场变革的最大群体———劳工阶层，或曰底层
群体、弱势群体，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
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市场转型
中所经受的双重挤压被市场转型理论研究大大
忽视，他们 30 多年的转型体验没有“传承”、也
没有“再生”，而是“断裂”和“边际”。对城市
下岗工人而言，市场转型之迅猛使得他们来不
及做任何技能和心理上的准备，而承接他们的
社区、地方政府或社会同样也没有做好完全准
备，于是带着难以割舍的单位依赖和政府依赖，
他们被毫不留情地从单位、从“铁饭碗”式的工
作中抽离，在市场这一沙漏中从又红又专的工
人阶级一下子沉入社会底层，直至现在仍然在
夹逢中求生存，在断裂中找平衡。同样，由市场
转型及中国城乡二元分隔共同催生的庞大的农
民工群体，他们带着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及无限
向往奔向城市，但城市只对他们有劳务需求，却
不供给公民身份应有的基本保障，他们主动离
乡背井换来的仍然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
际人的生活。这两类社会底层的代表群体在市
场转型中没有获得较好的生活际遇，因而形成
失落的底层心态。此外，他们都曾是大锅饭或
平均原则的受益者，也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观念影响，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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